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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译群体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中华各民族交往融合的重要见证。自先秦时期至明清，翻译人员始终在国

家治理与民族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不仅承担语言翻译职能，更在政策传达、调和关系以

及文化传播中发挥关键作用，成为维系中央与地方的重要纽带。本文通过梳理历朝历代翻译制度的演进

历史，揭示翻译群体由分散到制度化，由单一语言中介到复杂政治功能的嬗变过程，阐明其在推动文化

交融与增进民族认同方面的深远价值。同时结合当今，本文指出，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与教育

水平的整体提升，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群体正经历着角色的发展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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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translation communities serves as a significant testa-
ment to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China.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ranslators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ethnic communication. They not only performed the function of language translation but also 
played a key role in policy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mediation,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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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ing an important link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regions. This paper trac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ranslation systems throughout different dynasties, reveal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nslation groups from a dispersed state to institutionalization, from a single language interme-
diary to a complex political function. It emphasizes their profound value in promoting cultural integra-
tion and enhancing national identity. Furthermore, in light of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with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the standard national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and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in education levels,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communities are undergoing 
rol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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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译，指将一种语言文字转译成另一种语言文字，以翻译作为专门的学问来研究的称作“翻译学”。

蔡元培在《国文学讲义》中指出，翻译学分作“横译”和“纵译”两类：“外国语之为译学也，以此译彼

域，以为地者也，谓之横译；国文之为译学也，以今译古域，以时者也，谓之纵译”[1]。在中国传统历

史学研究中，较为注重的是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的宏观历史叙事，尽管中国古代翻译活动长达三

千年历史，具有深厚的翻译传统，并且留存下极为丰富、内容详尽的翻译文献，但长期以来翻译史并未

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将翻译活动的演变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相当晚，约在 20 世纪初才有了

部分关于中国翻译的研究篇文[2]。在其中，关于民族翻译群体的关注则更为稀少。《中国翻译史研究百

年回眸——1880~2005 中国翻译史研究论文、论著索引》一书共收录翻译史研究相关领域的论文和著作

924 篇(或部)，较全面地反映了百余年来我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学者依据此书进行统计与分析，

发现在这将近一千篇(或部)论文和著作中，与民族翻译史相关的仅有 12 篇(或部) [3]。对民族翻译活动的

研究主要在两部专著中有专门讨论。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 年)是比

较系统地研究整个中国翻译史的著作，将中国古代的翻译活动分为五章进行阐述，其中诸多章节论述民

族地区的翻译历史，详细梳理了中国古代到近代的翻译事业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西域翻译

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 年)一书以编年为主线，将西域翻译历史分为早期萌芽、东汉至隋、唐宋、元

明、清代五个阶段，概述了每一个阶段西域翻译活动的历史背景、民族间的语言文化交流等情况。可见，

虽然民族翻译群体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层面和维系民族关系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是关于他们的历史

书写却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仅有的记载也较粗略，因而对翻译历史活动的挖掘有助于深化学界对

这个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重要群体的认知和了解。另外，对翻译群体历史的探讨有助于中国政治治理史、

民族关系史和语言文化史的协同发展，能够从语言和翻译事业的角度，较为详细地说明中国语言文化历

史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这一历史事实。 

2. 翻译群体的历史发展 

语言文字是人类沟通交往和传递情感的重要工具，而持不同语言的人进行交流沟通时，则需要借助

翻译作为中介手段。中国是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长期以来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互动频繁，这些具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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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化传统、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互相接触时，首先就存在沟通方面的障碍，于是相应产生了众多的翻

译人员及翻译活动。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翻译群体始终伴随着国家治理与多民族交流的演进。

从先秦的象胥、舌人，到汉唐时期的译长，再到宋元明时期逐步制度化和专业化的翻译队伍，以及最终

清代成熟的翻译体系，翻译群体的职能已远超单纯的语言功能，逐渐成为各朝代处理地区事务以及调和

民族关系的重要角色。 

2.1. 萌芽与起源 

从古至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能认识到语言翻译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价值。中国古代翻译人员的

萌发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周代典籍中已出现“象胥”、“舌人”、“译”等不同称谓的翻译官职。“中

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

曰狄鞮，北方曰译”[4]。中原王朝在处理与周边地区交往的事务时，设有专门的翻译官，以解决语言和

文化习俗差异带来的沟通问题。具体职能方面，“象胥主译其言，译其言然后言语可谕，言语可谕然后

辞命可协也”[5]，翻译人员的职责在于将周王的旨意准确传达给各族，承担着维系礼仪秩序和彰显王朝

权威的重要责任。然而，早期的翻译工作在功能和能力方面都相当有限。当时的大多数翻译者仅依靠简

单的口头交流，虽然他们能够传达大致含义，但难以深入理解语言文字复杂的文化内涵。总之，先秦时

期还未形成正式的翻译体系，但已经孕育出翻译者的雏形。 

2.2. 确立与发展 

汉武帝时始通西域，自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的交往日益频繁，语言沟通方面的问

题也逐渐显现。为了保证使节往来、军事行动及经济贸易的顺利进行，通晓多种语言，并能够进行翻译

和文化调解的翻译群体应运而生。在西汉初期，随着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汉王朝对西域的认识逐渐深入，

随之而来的便是官方政治交涉和贸易活动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汉朝使者往来西域诸国，必须依靠翻译进

行语言的转译，以确保政治言辞准确传达，随着丝绸、马匹和香料等商品的区域流通，翻译人员也活跃

于商队之中，帮助不同民族商人沟通价格和货物等。可以说，这些翻译在汉代已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

重要桥梁，他们的存在保证了丝绸之路早期运行的畅通，正因为有了他们的翻译和文化调解，中原与西

域之间的政治盟约、经济互通与文化交流才能持续开展，为后世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汉朝时期

的翻译设置已经向批量化方向发展，例如在五十余西域国中，自译长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

六人”[6]，据学者统计整理，译长在西域二十四个国家中普遍设立，在且末、精绝、于阗、疏勒、乌垒、

鄯善、姑墨、温宿、尉犁、焉耆、莎车和龟兹等地各设一至四人不等[7]。他们专门负责翻译事务，这比

之前临时性的翻译更具制度化和官方化，组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翻译队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时局影响，史籍中对翻译活动的记载较为稀少，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群体的

消失。相反，在多民族交往与政权频繁更替的背景下，他们更能在政权交涉、军事战争和贸易层面发挥

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这一时期佛教影响逐渐广泛，西域僧人和居士到内地广泛传播文化，从事传

教和译经活动逐渐增多，所以官方公文翻译、典籍翻译和文学艺术作品的翻译较为多见。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发展的繁盛时期，繁荣与开放是这一时期的社会特征。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

立，地区和民族间的交往联系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加频繁。在这一背景下，翻译者的重要性大有提升，

不仅在日常外交和商贸活动中不可或缺，而且在官方重大礼仪和事务中也有突出表现。唐德宗设宴招待

回鹘公主的过程就有译者的参与，“引回鹘公主入银台门，长公主三人候诸内，译史传导，拜必答，揖与

进。帝御秘殿，长公主先入侍，回鹘公主入拜。谒已，内司宾导至长公主所，又译史传问，乃与俱入”

[8]，借助译者传达问候与礼节，王朝礼仪得以准确无误地完成。此外，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全面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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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大量使节、商人和工匠开始络绎不绝地进入长安、洛阳等中原城市。在这个过程中，翻译人员是重

要的沟通桥梁，如果没有通晓民族语言的翻译者，各方之间的贸易难以顺利进行。隋唐时期翻译地位的

显著提升，源于中原与其他民族之间日益密切的接触和联系。随着帝国的扩张和民族交往的繁荣，语言

翻译不再只是辅助功能，而成为政治治理、外交活动和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2.3. 制度与专业化 

宋辽金时期，北方地区多民族并存，这种复杂的民族和地域结构使得翻译成为维护政权运行及促进

政权交涉的重要环节。“译者，今北方谓之通事，南蕃海舶谓之唐舶，西方蛮猺谓之蒲义，皆译者之名

也”[9]。翻译初由契丹设置，以熟习汉俗、精通汉语之人担任，金、元广泛设置，掌诸民族及外国语言

之通译[10]。多民族政权并立的背景下，朝廷在处理朝贡、商贸及军事事务时，仍需要翻译群体作为必不

可少的中介。史料记载宋代在接待民族使臣时，翻译人员发挥了核心的语言传译作用，“契丹国使入聘

见辞仪……前一日，习仪于驿。见日，皇帝御崇德殿……至国信大使传国主问圣体、通事传译，舍人当

御前鞠躬传奏讫，揖起北使”[11]。当契丹使者向皇帝传达问候时，双方语言不通，翻译人员就负责在其

中转译，供皇帝和官员们理解。另外，宋辽金时期的翻译设置更为细化，既有口译者，也有笔译者。辽朝

在州以上官署中设置译史负责文字翻译，同时设立通事负责口译，二者形成分工协作的格局。金朝更是

对翻译的数量和分布作出精细安排，据史载金朝“省译史十四人，左右各七人。女直译史同。通事八人，

左右各四人。高丽、夏国、回纥译史四人，左右各二人。诸部通事六人”[12]，朝廷根据不同民族和不同

地域的需要，配备了相应的翻译人员。宋辽金时期翻译机构的制度发展，反映出多民族政权为解决语言

交流和文化差异问题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在长期的工作事务中，翻译人员不仅传递语言和文字信息，还

承担起调解政权关系与解释不同民族文化的工作。他们在无形中促进了不同族群之间的理解和融合，为

元朝更广泛的多语言治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奠定了基础。 
元朝作为一个以蒙古为统治核心的多民族帝国，其疆域空前辽阔，境内蒙古、汉、畏兀儿、契丹和

女真等多民族并存。在这片广袤的疆域上，语言差异给政令推行和社会治理带来较大困难。“通事、译

史。司翻译蒙古、回回、汉等语文之事，各衙署多有设置。大抵通事为口译，译史为笔译……通事之设，

本为蒙古、色目官员语言不通，俾之传达”[13]，反映政权运行对翻译人才的制度性需求。在中央机构层

面，为了保障中央与地方之间沟通顺畅并确保多民族国家的有效统治，元朝在中央与地方行政机构中普

遍设置了翻译：“枢密院译史一十四人，通事三人[14] (p. 2156)；太常礼仪院通事、知印、译史各二人[14] 
(p. 2218)；储正院译史四人，回回掾史二人，通事、知印各二人[14] (p. 2244)；大都留守司回回令史一人，

通事一人[14] (p. 2277)；行中书省回回令史、通事、知印、宣使，各省设员有差[14] (p. 2305)”。这一制

度化的编制显示，翻译活动已经成为元代政治运作不可或缺的环节。翻译群体作为重要的常设官员被纳

入国家官僚体系，这反映了他们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地位。元朝时期翻译的官职设置，既体现了国家的

多民族治理战略，也是地区之间频繁发生民族交流的必然结果。由于元朝复杂的民族构成和语言多样性，

翻译制度不仅确保了行政秩序的稳定，还促进了经济和文化交流。事实上元代翻译的繁盛，可以看作元

朝民族交流、政治整合和文化交融的缩影。 
明朝时期，翻译群体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翻译者的职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强化。永乐五年(1407)

设立的“四夷馆”标志着明代官方翻译机构的制度化与专业化，其下设立“蒙古、女真、西蕃、西天、回

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事初隶通政使司，通译语言文字”[15]，后来逐渐扩展

为十馆，负责处理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翻译事务。四夷馆的组成人员包括提督官、属官、译字官、通

事、教师和译字生。在这之中，翻译群体作为语言和文化的中介既承担着语言翻译的职责，也是国家处

理民族关系的参与者。而四夷馆的运作机制确保了翻译人员在制度层面的稳定产生和持续发展，经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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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培训和严格考核，大多数译字生毕业后都留馆担任教师或通事。这样不仅确保了优秀翻译人才的储备，

又使翻译人员在处理各项事务时具备较高的专业能力与政治可靠性。 

2.4. 成熟与体系化 

清代翻译正是在这一长期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得以延续和发展，在国家治理中展现出更加完整和成熟

的形式。尤其是清朝对民族地区有了更加稳固的统治，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实践活动。语言差异不

仅影响政治指令的传达和民政管理的实施，还涉及边疆军事防务、民族关系交涉与经济贸易，因而翻译

在清朝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较高的制度性地位。清朝在继承元明翻译官制的基础上，对翻译机构进行了

完善与扩充，以应对日益复杂的边疆民族事务。“会同四译馆”是清代翻译制度的核心机构，其设立直

接继承并发展了明代的“四夷馆”。这一翻译机构在清代人员设置和构成的变迁过程非常复杂： 

“会同四译馆，提督馆事兼鸿胪寺少卿一人，礼部郎中内选补。掌治宾客，谕言语。汉大使一人，正九品。正

教、序班汉二人，朝鲜通事官八人……顺治元年，会同四译分设二馆。会同馆隶礼部，以主客司主事满、汉各一人提

督之。四译馆隶翰林院，以太常寺汉少卿一人提督之。分设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

馆，以译远方朝贡文字……乾隆十三年，省四译馆入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曰西域，曰八夷，以礼部

郎中兼鸿胪寺少卿一人摄之。光绪二十九年省”[16] (pp. 3283-3284)。 

清代翻译机构的沿革反映了朝廷对翻译事务的制度化管理。顺治元年(1644)，设立会同馆与四译馆这

两个机构，会同馆隶属于礼部，四译馆由翰林院管理，下设八个分馆，负责翻译朝贡国家的文书。乾隆

年间经历多次改革，人员编制上也不断调整。乾隆十三年(1748)，四译馆并入礼部并改称为“会同四译馆”，

原来的八个分馆合并为西域馆和八夷馆两个机构。这一演变过程标志着清朝翻译机构从分散转向集中管

理，旨在提高翻译的效率和权威性。会同四译馆承袭了前代以来的译官制度，但如今翻译官员的职能得

到了整合，实际上兼任了两类职务，既负责语言翻译又承担外交及边疆事务的统筹管理，包括参与贡使

接待、礼仪执行及贸易监管等。他们的存在确保了清廷边疆治理体制的运作，使国家能够在多语言和多

文化环境中保持沟通的顺畅与权力的有效施展。其中，朝贡是中央王朝展现国家威仪与藩部忠诚的重要

环节和制度化仪式，翻译群体则是朝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海诸国朝贡礼。凡诸国以时修贡，遣

陪臣来朝……会同四译馆卿率贡使至礼部……通事、序班各二人，引贡使等升阶跪……届日帝御殿，礼

部尚书引贡使入，通事随行，至丹墀西行礼毕，升自西阶，通事复从之。及殿门外跪，帝慰问，尚书承

传，通事转谕，贡使对辞，通事译言，尚书代奏。毕，退。如示优异，则丹墀行礼毕，即引入殿右门，立

右翼大臣末，通事立少后”[16] (p. 2675)。在这套繁复的朝贡礼仪中，翻译群体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他们已不仅是语言翻译的辅助工具，更被制度化地纳入朝贡礼仪的具体执行中。由于王公和使臣来自不

同民族和地区，语言文化与满汉不通，对清代朝廷的典章制度也不熟悉，翻译人员在贡使与皇帝和官

员之间担任唯一的语言中介。奏表、谢恩、答辞等环节都需要经过他们的转译，才能被礼部官员传达给

皇帝，没有翻译则沟通无法进行。其次，朝贡仪式环节非常复杂，涉及三跪九叩、入殿出殿、赐茶赐坐

等多个程序，翻译人员帮助各族王公和使臣准确理解和遵循朝仪，保障朝贡顺利进行，避免失礼或僭

越。由此可见，翻译人员在朝贡外交体系中不仅是单一的语言沟通工具，更是政治与文化秩序的执行

者，已深刻融入清代朝仪体系之中。随着清末新政各机构的新式改革，光绪二十九年(1903)，会同四译馆

最终被裁撤。 
纵观翻译群体的发展脉络，可见他们源于中国古代多民族交往的客观需要。在先秦时期，象胥和舌

人等翻译官职的设立，表明统治者已认识到存在语言不通的问题，以设置翻译人员来加以解决。虽然早

期翻译水平能力有限，但他们的存在奠定了翻译机构后续发展的基础。其次，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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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边疆治理的深化，翻译群体逐渐走向制度化。在这一阶段，翻译已不再是临时和辅助性的角色，承担

维护朝贡秩序和沟通商贸往来等多重任务，形成相对稳定的来源与职能分工。最后，翻译群体逐渐演化

成熟，他们被编入正式的翻译机构和官僚体系中，成为王朝推行边疆治理、维系朝贡体系、处理外交事

务的关键，充分彰显其在中华多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深远价值。 

3. 翻译群体的重要贡献 

在历史长河中，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离不开与周边族群的接触与互动，这种交流不仅对

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至关重要，也是不同民族相互依存和共同进步的必然结果。语言翻译作为突破地域界

限、促进民族间交流的基本工具，往往成为推动这种互动的核心要素。中国自古就是民族聚居之地，诸

多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形成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格局。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并存的国家，

语言翻译发挥着尤为突出的作用。各朝代延续并发展了对翻译群体的重视，使之不仅成为中央和地方之

间的重要纽带，而且成为促进多元文化相互理解和认同的重要媒介。可以说，翻译群体在中国民族共同

体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首先，翻译群体在消除语言障碍、促进政策沟通理解方面功不可没。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政治沟

通对于维护中央权力和地区稳定至关重要。翻译人员接收并传达中央政府和地方大臣的政令和文书，承

担着解释朝廷意志的任务，促进了民族群众对政策的理解和接受。与此同时，翻译们也向中央反映地方

民族群众的社会情况，促进中央与地方的双向交流。这种互动有力地破除了因语言与民族差异产生的隔

阂，增强了民众对中央政权的认同。翻译群体又能够调节民族关系，无论是促进日常商贸活动，还是解

决案件纠纷，翻译始终处于民族沟通的前沿。他们确保多方之间的信息交流，避免了语言障碍造成的误

解和矛盾，维护地方社会的和谐。 
其次，翻译群体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化，中原与地方各民族政治交往、

贸易往来和民间交际不断增多，翻译人员在进行沟通交涉的过程中不仅传递语言，还在潜移默化中传播

了观念与文化。他们将中原的政治制度、习俗文化等带到民族地区，同时也把各民族的文化知识传递到

内地社会，使中原与边地在互动中逐渐认识并了解彼此。正是在这种长期交往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多元

文化并存的格局，为民族融合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可以说，翻译群体在推动文化共生与民族交融的

过程中起到了无形而深远的作用。 
总而言之，翻译群体不仅仅是语言的翻译者，更是沟通政令、调解矛盾、促进交流、增进认同的重

要力量。他们通过语言这一独特工具，在民族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翻译群体的存在，

使国家意志与地方社会之间形成了联系，也使多民族在交往中逐渐产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意

识。翻译活动在长期实践中所推动的沟通与交流，最终汇聚为各民族对国家政权认可的增强，并在文化

与心理层面上形成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 

4. 结语 

法国著名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曾说：“翻译史的构成是现代翻译理论的头等任务，

对自身的反思，就是自身的确立”[17]。历史是连接以往、当今与未来的桥梁，翻译历史的研究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回顾翻译群体在中国历史中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语言文字在国家建设与治理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翻译群体的产生与运用无疑是政府与各民族进行有效沟通的必要条件，而翻译的出现也反映出

民族和地区之间语言文字不统一的现实，这种状况历来被中央政权视为边疆治理中的重要阻碍。由此又

可发现翻译的存在具有某种悖论：边地的沟通交流离不开翻译，只有借助他们的转译和传达，政府与民

众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才能顺利展开；然而，随着国家开始尝试推行边疆同内地语言、文字的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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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又在事实上逐渐削弱翻译存在的环境与根本。而统一的语言不仅能够增强国家凝聚力，还有助于

形成共同的文化认知与价值认同。推广学校教育、鼓励民族群众学习通用语言文字，是实现国家民族深

度融合的重要基础。从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有意识地推动语言的融合，也是国家整合与长治

久安的客观要求。 
进入新时代，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进一步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作用，为我国各民族的协

同发展提供了动力，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加深，共同语言的使

用已成为各族群众的普遍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民族语言和翻译群体并未消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

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但是，随着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与教育水

平的整体提升，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群体正经历着角色的发展与转型。语言障碍的逐步消解使得翻译群体

不再仅仅承担基础的沟通功能，他们的社会存在与职能分工也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由于国家治理进

程的推进、科技创新的进步以及教育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不断深化，社会倾向于对更加专业化和高水平

化翻译者的需要，这些领域的翻译者承担的不仅是语言层面的工作，更是民族交流融合、思想体系建设

与文化精神传播的中介，成为推动历史文化与民族交往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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